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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会通：
以马克思精神生产视角审视中国传统伦理

张文彬＊

　　〔摘要〕　马克思唯物史观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以及人类意识进化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物质

资料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伦理精神的历史嬗变源自

人们的物质生产、经济交往。中国传统道德尚公、重礼、贵和的基本精神，仁爱、崇义、修身的人

性修养，充分体现农业文明、血亲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样态。从马克思精神生产视角，可以揭示

“家国同构”“宗法人伦”“公私之辩”等为主要特点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生成之谜，以及社会结

构和社会形态变革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之间的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其独有话语体系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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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从物质与精神关系视角揭示了思想、观念、意识的起源、内在本质和发

展规律，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概念不仅体现于社会生活方式中，而

且部分构成社会生活方式”［１］（２３），不同民族共同体认可并遵守的道德体系，都受到生存方式的影

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如何，物质生产到底如何制约意识形式及具体内容，主体意识在怎

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和特质等，此类问题的展开与思考，对于研究不同

民族与地域独具特色的伦理精神的生成与历史嬗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伦理精神是社会人

伦精神、内在生活秩序，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演进形成“自觉的伦理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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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结构”［２］（３０）。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人际关系的设计、组织和协

调方式，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地位，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

向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格特征。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

益密切，现代社会所展现的伦理道德新样态、新理念和新结构影响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转

型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相融合。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揭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生成之谜

　　社会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法，社会制度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社

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要想实现“创造历史”的使命任务，必须“能够生活”即实现生产物质生

活本身，随后才是“新的需要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繁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首次使用“精

神生产”这一概念，“纯粹”意识并非一开始就为人所有，“‘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

质的‘纠缠’”［３］（３４）。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道德原则所表现出来的，各民族不同的哲学、法律、

政治、道德等精神元素的生产是“物质关系”“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

（一）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出场受到物质生产“纠缠”

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物质生产匮乏使得原始人无法更好地顾及精神生产，从而使得精神生产遮蔽在物质生产以及繁衍后

代的人自身生产之中。原始人在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经历过异常艰苦的生存抗争。“猛兽食

颛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冥训》），“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淮南子·

本经训》，在如此恶劣环境中维持生活、获取满足其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成为“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

活动”［４］（５３１）。获取基本生存资料抵御恶劣生存环境，实现民族存续和发展的需要，原始人们不得不

结成特殊的社会关系，以群体模式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相互保护、生存发展。“力不若牛，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而在这种原始共同劳动中形成了调节

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道德情感、道德观念和道德规则。

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精神生产最初只不过是物质生产的“手

段”而已，精神生产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社会物质资源相对短缺的历史现实，

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关注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甚至将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低程

度归结为现实物质生活。“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为善恶之行，不

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论衡·卷十七·治期篇》）等思想，虽然存在机械性和片面性，但某种

程度上揭示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人的依赖关系主导之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的密切相关。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等涉及道德规范的原则和标准，成为中国

传统伦理思想探讨的重要主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内蕴的“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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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然后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道德标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

口占示家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家国情怀，他们所蕴含的道

德理念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维系了国家的稳定。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交往过程”和“实际生存状态”。古代

中国精神文明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没有明显的停顿和文化断层。尽管历史上也有强悍的游牧

民族入侵，但与其他被征服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接受入侵者的语言和文化，反而能够在对入侵国和

周边民族潜移默化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绵延不断、源远流长。“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击壤歌》）为特点的发达农业经济，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提供

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家族伦理、宗法伦理、人伦关系的精神特质。

（二）生产力发展与自我意识觉醒推动宗法伦理观念形成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理解无法摆脱宗教观念支配，精神生产在此表现出

一种宗教色彩，例如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５］（３３３）。

赖以生存又无法掌控和驾驭的自然界在人们看来是如此强大、神秘和神奇，从而心理上产生畏惧

感和依赖感，并将外在的自然界作为具有生命特质的神灵加以崇拜。奴隶制生产关系正式确立

后，宗教崇拜已经由自然宗教转向反映统治阶级意愿的“至上神”，最早被称作“帝”或“上帝”，其

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置疑和违反。《尚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在担任首领时，主持了庄严

肃穆的宗教仪式，将上帝看作他们的祖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祭祀“上

帝”天神和自然神灵的目的，就是实现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宗教信仰对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上帝、祖先

的崇拜决定着人们的旦夕祸福，繁多隆重的庄严祭祀就是要让后人获得幸福，祛祟避祸、求顺致

福，“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佛教传入、道教形成与中国传

统伦理精神融合，在宗教道德信仰和宗教道德修养上具有不同的伦理呈现方式。无论是“仁民爱

物，忠君尊亲，崇信三宝”，还是“五戒”“十善”和“四摄”“六度”，都源自当时社会经济崩溃、底层人

民赤贫、贫富差距拉大，是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反映。

马克思认为“颠倒世界意识”的宗教，其本质应当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社

会关系中理解分析。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的形成有其自然根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密切

相关。人类对外在于我们的自然界异己力量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从而产生敬畏感而加以崇拜

和信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认识能力的提升，宗教成为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当人们

无法摆脱苦难就会转向对宗教膜拜获得心灵解脱或者来世的幸福。

（三）重视人伦关系和等级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政治性

人类社会的结构变革进程不同，决定了文明进程不同。古代东方社会是由原始血缘家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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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演变成血缘氏族、形成部落，发展成为国家。“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物质生产

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个人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也就形成了家族、国家利益至上，伦理精

神相应地呈现了人伦特性。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记载，要求“修其

五教”（《左传·恒公六年》），实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诉求。儒家“亲亲、仁民、

爱物”的伦理道德核心范畴“仁爱”，就是基于血缘亲族关系基础上，强调对于不同对象施惠仁爱

力度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充分体现了个体依据血缘亲疏和身份高低，在严苛的封建等级

体系中各在其位、各谋其政、不能僭越。在享受血亲地位所带来权利的同时，履行作为家族成员

所应当履行的义务。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其等级是以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殷周时期君主的权威具有至上性，

君主代上天统治管理人世间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

臣民为国家、君主无条件牺牲、无条件服从就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否则就是不德。周统治者总结

以往历史实践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克明峻德、明德慎罚的政治伦理观念。“德”的最

初含义就是“授予天命”和统治阶级特权，是天子或者统治阶层用来感化、统治、管理普通百姓的

手段。后来，儒家以“仁爱”为核心，反对“以力服人”之“霸道”，主张“以德服人”之“王道”，“政之

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构建是与封建社

会关系相适应的，从而实现统治安稳、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

和西方伦理道德载体是个体之人，强调“公共善”“个体自由”“正义原则”“抽象性”“平等性”

道德原则不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则更加重视人伦关系、集体主义、整体精神、道德修养。中国古

代伦理、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特性，根植于当时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中，使道德成为整个中国

文化的基础和根基，遵循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社

会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政治规则，仁、忠、孝、节、义是个体必须遵守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也是统

治阶级维护其宗法秩序的重要手段。但精神生产却从未摆脱物质“纠缠”，随着社会生活变化，伦

理精神也相应发生着系统转型。

二、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变革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

　　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揭示现实生产过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

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

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

的经济中去寻找”［６］（５４７）。中国社会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大工业生产方式，

“社会变化不仅使曾经是社会所接受的一定类型的行为成了问题，而且也使得那种已经界定了先

前社会的道德结构的概念出了问题”［１］（２８）。中国自给自足从而孤立于世界秩序的“独立王国”在

西方文化挑战与冲击下，呈现出西方价值与中国价值的交锋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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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西方文化输入推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型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

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７］（３４６）。物质生产的变革必然引发精神生产的变革，物

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交往的扩大，使得“民族孤立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对社会

生产方式变革起到促进的同时，“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

解都被消除了”［８］（３４）。封建制度自春秋战国以来，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进，从繁荣发展走向逐

渐没落。明清之际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整体变迁，社会已然融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

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９］（２９１），近代中国伦理精神表现为对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宗法权威主义价

值观和道德观的批判，从而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实现价值观转型。

上古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商君

书·更法》）的思维模式，尽管也会有一些变革，也只不过是“托古更化”，即便“六经皆我注脚”，也

逃离不开传统观念的影响束缚。近代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转向首先是对封建道德腐朽性的揭露批

判，龚自珍“以教之耻为先”（《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强调“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

（《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康有为、谭嗣

同“扫荡桎梏，冲决网罗”，对以“三纲五常”为内涵的封建纲常名教进行激烈批判，认为其动辄给

人加上“腹诽”“讪谤”“大逆不道”等罪名，主张用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取代封建专制主义旧道德；新

文化运动当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都强调对权威主义的批判，以期“重新估定

一切价值”。近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就是为了廓清蒙昧、重建标准、启发理智，在伦理道德领域系

统批判反思封建道德糟粕，主张中国社会“根本之救亡”在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将人们从封建道

德束缚中解放出来，冲破历史网罗，破坏陈腐学说囹圄，真正实现思想解放。

（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从个体道德转向公共道德

马克思将精神生产视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个体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

世界历史程度一致。中国传统伦理重视对个体私德涵养，强调个体良知、良能、本心的重要价值，

将修身、慎独、养气等个体修养，内化融合到人们的思想感情中成为个体道德品质。西方从古希

腊雅典城邦政治开始，就强调公民依据城邦法律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时承担平等的政治义

务。西方思想的涌入使得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将伦理的政治价值从个体道德品质转向公共道德。

近代中国伦理精神重视培养国民“公德”，也就是“泰西新伦理”，即“国家伦理”，其基本内容就是

“利群、爱群、爱国、爱真理”。梁启超表示，中国“家族伦理”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无法形成独立自

主的人格，因此具有深深的“奴隶劣根性”。“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故今

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

（《饮冰室文集》之五）。这种“独立之德”“自由之德”正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所欠缺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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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明确表示要建设好国家，需要公民具有“好人格”，其内涵就是“公共心”。这些观念充分体

现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近代思想关注行为主体在公共生活领域侧重公共道德。

（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推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影响重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和现实维

度下，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等现象的批判，进而深入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生产方式的批

判，从而得出伦理学最终归宿即实现精神自由、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伦理

学的“近代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李大钊于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１月在《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并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道德起源和本质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例如道德本质是有利于社会生存

的习惯风俗，是社会生活存续的需要，其变化要依据生活变动、社会需要、实践变革。人们精神的

改造要与物质改造一致进行。通过对道德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剖析，李大钊提出了

“劳工神圣”新伦理观。陈独秀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

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１０］（２２５），恽代英批判个人主义并对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

了宣传，毛泽东从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动机论与效果论统一等方面传播、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

伦理内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出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境遇下，承接中国理论自

主创新和构建的产物，也印证了“观念并非头脑主观自生，而是人类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和物质

交往的产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悄然而至，中国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发展变化决定

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涌入进行了阐释，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道德范式逐步影响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

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价值审视

　　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贬低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更迭中的重要价值，精神生产

反而贯穿于物质生产的全过程，通过对物质生产环节要素的影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启蒙

运动以来，“新”世界系统，形成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的一套价值理念。然而，“由于

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１１］（９６），尤其是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原有的伦理道德

和价值观失去了效力。这也就使得转型期的中国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之挑战，物质财

富的增多反而使人们充斥着焦虑感、无归属感、无认同感、无价值感、无意义感。中国传统文化尤

其是传统伦理精神也需要与世界文化融合，但“不失故我的认同”，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

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一）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和解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人权与人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性化”的价值观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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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民主权利的增进得以实现。伦理精神转型不能仅置于具有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

关涉视阈中，还应当回归社会交往共同体当中加以阐释。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共同体范围逐步

扩大，从私有空间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公共空间领域。作为交往关系中的主体来说，更重要的是处

于社会、人类的大格局中。

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人从惧怕自然到征服自然，过去的平衡慢慢被打破，生态环境面临崩

溃的危险。“‘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

畴”［１２］（２１８），人的关切点从人际道德关怀逐步延展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张载提出“民胞物

与”体现了善待人类、善待自然的伦理立场；“仁”的内涵不仅指人伦之爱的道德情感，也包括对生

命的同情与关怀，希冀“万物各得其所”。人与万物“并生于天地之间”的伦理前提与道德责任，要

求借助“道德武器”，树立“爱自然”“爱环境”之大伦理观，实现人与自然彼此平等、和谐共生的伦

理诉求。

人与社会关系而言，矛盾冲突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进入新时

代需要立足新特征凝聚新价值共识来调整矛盾，树立新的公共观念、公共意识。人与他人层面，

解决各种道德危机需要我们树立“爱社会”“爱他人”之大格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作为拥有个性、自由、权利、自我的主

体来说，对于处于困境当中的自我不会无动于衷，那么推己及人，对于需要帮助的他人也应当存

有“善心”，扶危济困、善以待人。

就人与自我关系而言，加拿大学者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强调，价值层面现代性带来

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理性猖獗面前的目的的晦暗，自由的丧失等“三个隐忧”［１３］（１２）。

自我对生命心理体验和生存理性自觉是否有值得期待的价值目标，从而获得实际的生存动力和

满足感，这是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西方社会将自我生存信仰完全依托宗教的境遇，已然

导致人生无意义、无价值的滋生蔓延，其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极度扩展所带来的自我封闭、自我孤

立，从而失去对社会的关心及生存的意义感。中国传统伦理所设定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大爱”之

共同体，充分体现自我生活目标、生命意义，内蕴调节自然、人、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道德标准和

行为准则，要求道德主体对国家、民族与社会的使命责任与政治伦理义务，乃至调节国与国之间

的政治规范原则。

（二）消解资本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视角，中国社会出现长期稳定没有剧变的真正根源不是文化的落后，而

是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导入使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存方式产生了深刻革命。某种文化样态

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能够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

首先，资本扩张的逻辑带来的价值困境成为当代伦理学的实践课题。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

础和根据，资本逻辑则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导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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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必然引起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资本逐利本性所带来的劳动者异化、资

本失序及其霸权统治也导致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生态危机、道德危机。资本“若隐若现地在世

界各国之间穿梭、周转，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１４］（３４），尤其２１世纪

资本金融化使得整个社会秩序以及人生存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发生了转变。在“现代性”与

“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宏大叙事框架下，如何消解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困境成为当代伦理学必须

思考解决的实践课题。

其次，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内蕴的人文价值和道德规范为规导资本逻辑带来的价值困境提供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资本支配的时代是极其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

活本身成为最终目的。而中国传统伦理讲究仁义、提倡忠勇、尊崇孝道、讲求孝悌、恪守诚信、崇

尚正义、追求合和，对内“养性、修身、齐家”反求诸己，对外“治国、平天下”一展抱负。这些价值理

念从道德主体层面提出行为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精神的价值诉求。在国家层面，它体

现了以“至善”为伦理基础的价值标准；在社会层面，它体现了“公正”为尺度的价值追求；在个人

层面，它体现了“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诉求，这都有利于规导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私利化倾向。

最后，构建内蕴天下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的有效途径。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迅猛发展，把世界紧密联系起

来，形成“地球村”，这必然会带来不同文化传统与风俗的碰撞和交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政

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基因、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别有用心，贬低甚至诋毁别国

文化传统、互不信任、彼此隔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和而不同的精神，

彰显了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对内强调民族国家大义的整体主义价

值取向和家国情怀；对外走和平发展之道，强调协和外邦、睦邻亲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充分表

达了中国人是在与周遭外界和谐共处中把握自身文化特有的处事方式。

（三）促进道德主体之底线伦理与价值自觉

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社会依

靠的是人们的习俗和道德———这些属性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为间接地形成，并且在对文化

的不断关注和尊重的过程中得到滋养。”［１５］（５）道德来源于人们的社会习俗，“各种各样的规范、法

规、道德义务和其他习俗将许多经济行为交织在一起”［１５］（８），其重要性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

变化的。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实问题都是以往不曾遇到的，为什么当代人类明明

知道物质财富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来源，但越来越多的人却陶醉于追逐物质财富的游戏？由此

可见，外在道德规约很重要，但内在的心性修养更重要。

现代社会，当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功利价值取向与传统的“义以为上”的道德原则碰撞时，人们就

会算计对比利益与德行所带来后果。为此，个体的实践行为必须遵守底线伦理，这是最基本、最低限

度的伦理要求和规范，是道德的最后边界。社会行为一旦突破伦理的界限，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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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秩序就会解体，就会出现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沦陷。由此，个体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也

就显得尤为重要。个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自觉自愿地坚守伦理底线、坚守正当原则才是重中之

重。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要求“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即使一人独处也需按照

道德原则要求自己，不能让违背和欺瞒自我良知的言行滋长漫延。

（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１６］（２）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中国

智慧。

中国文化传统中，仁爱、廉耻、礼义、慎独、良知、诚信、自持等思想都体现了道德主体德行的

自我完善；见利思义、公而忘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万事莫贵于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道德原

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独特见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

的道德支撑。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内蕴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极具中国特

色的伦理原则和文化理念，不仅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提供新

思路，也有利于创造不同世界文明形态平等交流、和谐共生的文明新样态，对世界文明交流与发

展具有价值。

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功能与价值也与时俱进。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新方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社会生活

方式的改变、国际格局的变化，都让原本伦理话语体系面临新的冲击挑战。如何满足新的伦理诉

求、如何让伦理话语发出新声音实现新价值、如何为全人类的伦理生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传统

伦理精神唯有实现转型、全通、超越，方能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

神力量。中国传统伦理精神需要传承和创新，需要与世界文化深度融合、交流互鉴，如此才能推

动世界的文明多样化发展。

结　语

　　马克思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

系，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生产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态。中国传统伦理精神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形态。

纵观中国伦理发展脉络，面对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历史转折，思想家们总是扎根民族根基和现实土

壤，提出不同建构与转换的思想方案与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不仅仅是理论的思辨，更是现实转化

与实践的尝试。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体现了一个社会本身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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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文化样态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不应当在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不应当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而应当在繁荣人类文化过程中发

挥其重要的价值功能。

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危机、科技颠覆和核战争等重大危机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或作为独立存在去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同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地域特色中规约出的道德规范和

行为准则，作为人类文化应当不断实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从而真正成为我们应对危机时的

一种选择。中国传统伦理尚公、重礼、贵和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伦理规约和法

律规制，需要明确新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各个国家的伦理责任，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和汲取不同文

化精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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